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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代邊域統治理論看噶瑪蘭廳之設治 

▓黃于玲∗ 

 

一、前言 

清代台灣研究向來以「忽略說」（neglect hypothesis）的觀點看待清廷的

邊域統治政策。然而隨著更多細緻的研究，這樣的觀點遭到強烈的質疑。研究者

開始注意到清廷必須正視台灣做為帝國東南海防、戰略要地的角色，針對如何有

效治理台灣，皇帝、中央與地方官員有許多的討論，相關政策也不斷地擺盪修正

（註 1）。由此觀點出發的清代邊域統治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更為精確地掌握清

廷在台的重要行動之過程、意義及相關影響。本文以噶瑪蘭廳之設治為例，嘗試

回答「影響清朝國家決定設立噶瑪蘭廳的決定性因素為何？」這個問題，其意義

有二，一是能夠幫助我們掌握清朝國家處理邊域地區的態度與方式；二是在瞭解

了這些設治的決定性因素之後，我們將能更清楚地理解之後清廷國家在噶瑪蘭地

區所施行的種種政策背後的考量，其實是與這些決定性因素息息相關的。 

 

二、清代邊域統治的理論建構 

：以 Shepherd 對清代台灣的分析為例 

（一）台灣的納籍與前期行政區域的調整 

康熙 22 年（1683）清廷指派靖海將軍施琅率兵攻打台灣，鄭克塽投降，結

束了明鄭 23 年（1661∼1683）的統治。但是當時清廷對於台灣該採取何種統治

態度，仍多有爭議。主張放棄台灣派的論點甚囂塵上（註 2），即使是康熙皇帝

自己也曾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註 3）。正當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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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棄留問題舉棋不定之時，當時可說是最瞭解台灣情勢的施琅提出了欲保

住台灣收入版圖的見解。 

從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中，可以整理出他試圖說服康熙切勿放棄台灣

的幾點理由：第一，台灣既已人口稠密且各司其業，若斷然棄地遷民，勢將造成

人民流離失所；第二，台灣土地肥沃且物產豐富，具有經濟利益；第三，台灣地

處中國東南海域上的重要國防戰略位置（註 4）。這些都在在說明台地「棄之必

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施琅語）的重要性，也受到康熙的重視，而在康

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將台灣劃歸福建省管轄，於該地設置一府三縣（註 5），

並設分巡道與總兵鎮守。對於清廷政府而言，其係基於鞏固帝國東南沿海的國防

安全與地方治安的目的，在不增加中央財政負擔的前提下，始將台灣收入版圖（註

6），我們將可以在其後的歷史事實中發現：「財稅收入」、「戰略」與「控制成本」

三因素，其實正是清廷治台政策制訂過程中的重要考量。 

隨著閩粵移民的增加，開墾的範圍越來越擴大，至康熙五○年代中葉，移民

已北抵竹塹、南嵌、台北，其拓墾活動常引發番漢衝突（註 7）；再加上台灣北

部當時亦受到海盜的威脅（註 8），引起台灣地方官員對北部地方治安的焦慮，

而有撤回淡水官兵與清革大甲溪以北民人之議（註 9）。但也有官員如諸羅知縣

周鍾瑄主張為加強台灣北路的軍事與治安，應在淡水與半線（今彰化地區）間再

置一縣，並在淡水設一巡檢，以期能有效地控制淡水至山後 3百餘里有番無民之

地（註 10），但周鍾瑄的建議並未馬上被清廷中央所接受施行。 

康熙 60 年（1721）5 月發生朱一貴事件，這是清廷治台以來最大的一次動

亂，影響所及的人數達 30 萬人（註 11），清廷共動用了舟師 1萬 7千人始得平

定。朱一貴事件讓清廷重新重視漢人界外活動可能引發的問題，相關官員提出了

棄地、劃界遷民的想法，例如當時的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便主張： 

台、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盡拆毀，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斷，

不許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為界，凡附山十里內民眾，俱令遷移他處；田

地俱置荒蕪。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深挖溝塹，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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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如此則奸民無窩頓之處，而野番不能出危害矣。

（註 12） 

相對於覺羅滿保，藍鼎元在〈覆制軍遷民劃界書〉中，基於安定人民生活、

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防止界外叛亂，主張清廷應該積極地在諸羅縣半線以上增兵

並別設一縣。經巡台御史吳達禮上奏，雍正元年（1723）8 月，世宗諭令在諸羅

縣北側半線地方設彰化縣，淡水地區增設捕盜同知一員，負責稽查北路，兼督彰

化捕務，但廳治暫設彰化（註 13）。雍正 5年（1727）2 月，因澎湖巡檢司職位

低微，不足以彈壓海疆，於是清廷改派糧捕通判進駐澎湖，增設澎湖廳（註 14）。

雍正 9年（1731）2 月，福建總督劉世明以彰化縣治以北地域廣闊，若一切錢糧

命盜事務皆令赴彰化辦理，甚為不便，故奏請將大甲溪以北事務併歸淡水同知處

理，將廳治移至竹塹，添設台灣貓霧栜、鹿仔港、竹塹八里坌、大社四處巡檢各

一員（註 15）。 

（二）清代邊域統治的理論建構 

許多研究者常以清廷在治台初期所施行的禁渡與封界政策來斷言清廷治台

的消極態度，這種單純地從結果來推論國家意圖的說法其實是簡化了清廷決策過

程的種種考量。由以上清廷官員對於台灣的納籍與前期行政區域的調整（更清楚

地說，是開發主義與封禁主義）的論辯中，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料以細緻地分析清

廷治台政策。 

在將一個邊域地區列為固有的疆域的過程中，國家—或者更具體地來說是執

行的官員—的重要考量因素是什麼呢？Shepherd 對於清廷治台政策的一個已發

展之研究論點可以提供我們的視角，再從此架構引申進行對噶瑪蘭地區的討論。 

Shepherd 的研究（註 16）藉由對清廷是否將台灣收入版圖的論辯，以及其

後治台政策（特別是番漢關係）的豐富資料，提出其對清廷邊域治理政策考量的

說明。他認為：清代中國的軍事組織與技術在東亞所具有的優越性，使得國家對

於新疆域的征服成為可能，但是資助常設軍隊與對遙遠、暫時無生產力區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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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控制所需要的高成本，常使得這些邊域的納入版圖是不受歡迎的。當一個政策

命令準備將某一邊域併入時，其政策的前提是必須先將控制成本最小化，並且能

夠收取當地的賦稅以減輕中央政府財政的負擔。而為了徵收租稅，土地權利的定

位與確認土地租稅的責任便成為地方政府的優先施政。澄清土地權利並且避免權

利的爭執對於減少地方控制成本也是重要的。由於 Shepherd 所研究的是清代台

灣熟番地權的演變，因此特別注意到：在邊域地區，控制成本與土地稅收之間的

平衡，決定了國家支持土著對土地的宣稱，或是偏愛漢人農業移民以及新墾農地

的稅收。「控制成本」、「土地稅收」的確是清廷國家治台、處理番漢關係的兩大

考量。 

Shepherd 指出，中國社會的歷史研究重視財政考量對於國家政策之決定的

重要性，例如清廷國家始終一貫地強調實行政策的代價與租稅的影響。財政的考

量即使並未完全決定政策的內容，但是對於政策的形成仍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註 17）。如果我們注意到清廷國家行政的這個重要面向，就不難理解清廷的邊

域政策其實是對每一個邊域戰略上的重要性、控制代價、租稅潛力評估的成品。

在這樣的論辯中，邊域地區的地理位置唯一的重要性在於它對這些評估的影響，

例如對於控制代價上運輸的效率，或是租稅潛能上的農業資助。外國的威脅與重

要的歷史潮流，例如人口與移民的成長，也將影響這些評估逐日而變；為回應官

員所提議的新的行政策略，國家也會調整或是再次強調它的政策。經由對清廷治

台政策的研究，特別是初期的族群關係與土地制度的相關政策，Shepherd 認為

當時清廷國家治台政策，主要是回應對戰略重要性（strategic significance）、

控制成本（control cost）、賦稅潛能（revenue potential）之變換的評估。 

Shepherd 所提出的這幾個概念，將在下述噶瑪蘭廳設治及其後的治蘭政策

上產生影響。然而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筆者旨在借用其抽象概念，並不意味著在

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有著相同的歷史事實，畢竟 Shepherd 所談的時代與主要的行

動者皆與本文差異甚大。而在本文對噶瑪蘭廳設治的分析中，Shepherd 所提到

的這三大因素也各自在設治前後的不同階段展現了比重不同的影響力（例如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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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治的主因是清廷中央鑑於戰略所需，而設治之後如何提高稅收則是地方官員重

要的任務）。接下來讓我們先瞭解噶瑪蘭廳設治的考量與過程，以期在之後與

Shepherd 的理論進行對話。 

三、噶瑪蘭廳收入版圖的考量與過程 

（一）林爽文事件的影響 

    廣東嘉應州義民古吉龍在乾隆 53 年（1788）向當時的福康安提出「陳台灣

事宜十二則」（註 18），其中即有一段提及噶瑪蘭地區，建請清廷將淡防所屬連

界之甲子爛（噶瑪蘭）聽民開墾。 

去歲逆匪林爽文走入內山，欲由三貂到甲子爛，幸官兵攔捉，俯首就擒。

請於甲子爛聽民開墾，足衣食、禦逆匪，實為兩便；且該處番人耕而食、

織而衣，非穴居野性者可比，今三貂、雞籠等處糧食半資甲子爛，其明微

也。（註 19） 

古吉龍的建請雖然與設治無關，不過可由其中看出，在林爽文之亂後，開始

有人意識到噶瑪蘭邊陲的地理形勢，對於清朝台灣治安的影響具有的重大意義；

另外，這份民間文書也提及了當時噶瑪蘭在北部台灣的經濟價值潛力。這份早在

乾隆 53 年（1788）出現的對噶瑪蘭地區「戰略形勢」以及「經濟價值」重要性

的強調，在日後清代官方有關噶瑪蘭治理政策的討論中，也不斷地出現。 

林爽文事件發生時，擔任台灣知府的楊廷理跟隨福康安駐軍平台莊，在緝捕

四處竄逆的林爽文亂黨的過程中，第一次知道了蛤仔難（後來稱為「噶瑪蘭」）

的存在。之後楊廷理行文命令淡防同知徐夢麟趕赴三貂圍堵林爽文，在徐的覆文

中提及當時的三貂一帶，有漳人吳沙為地方頭人，民番信服，林逆應該是無隙可

趁；至於蛤仔難一地，多為尚未歸化的生番，無漢民居住，也毋須顧慮。 

到了乾隆 54 年（1789），林爽文事件平息。淡防同知徐夢麟屢次向楊廷理說

明蛤仔難地方廣闊，土地肥沃，加上吳沙之可信（註 20），可以考慮招撫蛤仔難

生番一事。楊廷理應該也瞭解當時蛤仔難在國家治安維護上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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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濟價值，便將此議往上呈送，但是遭當時的福建巡撫徐嗣曾以「經費無出，

且係界外，恐肇番釁」而予以否決（註 21）。 

楊廷理提請與徐嗣曾拒絕的原因其實都是國家治安與財政上的考量，只是兩

人評估的方向不同罷了。對楊廷理而言，將蛤仔難收入版圖，該地豐腴的地力可

為國家增加收入，而將界外收入版圖及設官管理也可避免該地淪為賊巢，地方安

靖，自然可以減少統治上的成本。相對地對徐嗣曾而言，則想到設官管理在行政、

人事、軍備上的支出就是個所費不貲的過程，更何況是容易引起番漢衝突的界外

之地，要付出的代價更是高昂。兩個人其實都是在考量財政上的影響（直接的財

政支出以及控制治安的成本），只是「得」與「失」的評估不同。 

雖然官方基於控制成本而否決了將噶瑪蘭收入版圖的提議，然而民間的拓墾

行動逐漸展開。嘉慶元年（1796），吳沙在淡水人柯有成、何繪、趙隆盛等人的

贊助下（註 22），與番割許天送、朱合、洪掌共謀，招募漳、泉、粵三籍流民（註

23），加上鄉勇 2百餘人、善番語者 23 人，開始有規模與計畫地入墾蛤仔難（註

24）。嘉慶 2年（1797），吳沙曾向淡防同知何茹蓮（註 25）申請招墾的札示，

官發有一張墾單，但是單據上僅有編號，而未註明地名與土地四至。嘉慶 4年

（1799）隨著開墾的順利進展，吳化等人以「蘇長發」之名到福建布政使司請墾。

福建布政使劉拭*將該案移送淡水廳查明，淡防同知李明心（註 26）以「該處係

界外番地，遠在淡水、三貂之外，據淡城五百里，深林密菁，疊嶂重巒，鳥道迂

迴，人跡罕到，三十六社生番散處其中，性同梟獍，恐難稽查，致滋釁端，無庸

准行」為由予以拒絕。嘉慶 5年（1800）新布政使李長森仍採用了李明心的看法，

銷案處理吳化的請墾（註 27）。 

雖然屢遭失敗，吳沙之子吳光裔對於請墾之事仍然熱中，嘉慶 6年（1801），

邀集何繪、趙隆盛、柯有成等人再度赴台灣道遇昌（註 28）呈明其在該處墾耕，

並堵禦生番，其既以投資鉅額，在墾務上亦有成就等詞請願。遇昌轉由淡水廳詳

議。嘉慶 7年（1802）淡水同知吉壽表示仍照前任同知李明心之議，未予准行。

不過由於當時入墾蛤仔難的三籍民人人數已多，淡水廳並未下令調查界外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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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逐回封禁，而仍任由民間開墾（註 29）。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除了乾隆 54 年時淡水同知徐夢麟、台灣知府楊廷理曾

向上級反映希望合法化該地的開墾活動而遭到上級主管福建巡撫徐嗣曾的駁回

外，大部分的情況都是由當地開墾出資者向台灣道以上的首長繼續爭取承認其開

墾成果（當然前提就是收入版圖而非逕自歸為界外不予統理），但多遭地方官以

界外番地易啟番釁而予以拒絕。這些近似徐嗣曾所考量的統治成本問題固然讓清

廷政府（特別是台灣道以下的地方政府）對於將噶瑪蘭地區收入版圖一事躊躇不

前，然而在面對蔡牽、朱濆等海盜在台灣全島戰略、治安上的具體且嚴重挑戰時，

即使當地的財稅潛能未能支付高漲的統治成本，國家（特別是中央政府）仍然願

意付出相當的代價來整頓噶瑪蘭地區。也就是說，當外力侵入當地時，此時戰略

重要性相較於其他因素，已成為蘭地收入版圖的最主要考量。 

（二）蔡牽、朱濆事件（註 30） 

蔡牽早在嘉慶 5年（1800）就在台灣南部鹿耳門一帶活動，搜奪商船，後又

多次侵擾，甚至與台灣的山賊串通，更在嘉慶 10 年（1805）妄稱王號。蔡牽以

及下文會提到的朱濆等海盜集團儼然成為清代嘉慶朝台灣事務的最大困擾。至於

蔡牽為何會注意到蛤仔難的原因，依照清代台灣縣教諭鄭兼才的分析是： 

其地膏腴，未入版圖；田畝初闢，米粟足供。居郡城上流，險固可守；漳、

泉人雜處，其釁易乘。而同時巨盜朱濆力足控蔡牽，又慮為其所奪，是以

揮金布賂，密謀先發。（註 31） 

對於四處竄逆的海賊而言，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最為重要。蛤仔難

當時的地勢、民情與經濟基礎便成為蔡牽的最佳選擇。 

嘉慶 11 年（1806）春天，蔡牽欲奪取頭圍烏石港等地，想與當地頭人共謀

開墾事宜。當時西勢（溪北）的頭人陳奠邦、吳化等人認為與其和蔡牽串通，落

個通賊之名，必遭官方的討伐；不如合力拒斥蔡牽，或許可以藉此邀功。於是便

募集各鄉勇與社番在岸邊埋伏，海賊敗去，吳化等人更以其所擒海賊上獻。蔡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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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亂引起仁宗的重視，他在當年 3月給欽差賽沖阿的上諭裡問道：「朕聞淡水滬

尾以北山內，有膏腴之地一處，為該逆素所窺伺，年來屢次在彼遊奕，希圖佔

領。⋯⋯賽沖阿可詢明此處係何地名，派令官兵前往籌備，相機辦理。」（註 32）

賽沖阿 5月時奏報：「摺內所稱淡水極北蛤仔爛地方，有膏腴之地，為蔡逆素所

窺伺。」（註 33） 

當年 9月，楊廷理補授台灣府遺缺，先到北京晉見仁宗，並直奏「蛤仔難當

開，不宜棄置貽邊患」，仁宗指示應先稟商督撫。楊廷理遂到福建省稟陳兼院憲

阿林保、福州將軍賽沖阿，但是仍然沒有獲得籌辦的決議（註 34）。 

嘉慶 12 年（1807）7 月，海盜朱濆率大小船隻 38 隻由鹿港陸續轉往雞籠、

蘇澳，台灣知府楊廷理、鎮軍愛新泰、南澳總兵王得祿前往堵禦，官民番齊力拒

退海寇，平定亂事。擊退朱濆之後，楊廷理駐蘭十餘日勘察訪問，當時溪北（即

西勢）已有土圍五所及零星民庄共 23 處，與番社錯處，男女丁口約有 2萬餘人，

開墾田畝達 800 餘甲；溪南（即東勢）除了在靠近濁水溪處有漢民居住並墾田

200 餘甲、羅東地方有岸裡社熟番開墾，羅東至蘇澳之間則有生番番社分佈（註）

35）。他稟請福州將軍賽沖阿、台灣道清華應先在此地設官經理，並欲指派南投

縣丞張汝奎入山彈壓，但並未獲准（註 36）。 

雖然楊廷理籌辦的建議未能獲得福建當局立即的回應，然而在各路海盜不斷

扣邊的衝擊下，負責台灣事務的更高位階官員也正式向嘉慶皇帝提出具體的處理

方案。其中一個影響中央決策的重要官員是梁上國。嘉義教諭謝金鑾由於見到蛤

仔難設治之事屢遭擱置，行文同鄉的少詹事梁上國請代為轉奏清朝（註 37）。梁

氏便於嘉慶 12 年（1807）12 月上言仁宗（註 38），建請依照雍正元年（1723）、

9年（1731）增置彰化縣、淡水廳等例，將噶瑪蘭收而撫之。梁上國對於噶瑪蘭

應否收入版圖之利弊的考量甚為縝密，也受到仁宗極大的重視，有助於我們對清

朝對此決策過程中決定性因素的釐清。 

今噶瑪蘭之地宜遵雍正元年、9年之例（註 39）收而撫之，則海疆之獲益

有四。一以絕盜賊覬覦之患。嘉慶 11 年，海寇蔡牽欲奪頭圍地，船至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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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港，其居人吳姓率番民禦之，牽紿之曰：「吾但求得地為耕種計，於爾

無傷」。吳姓曰：「果爾，則盍焚汝舟」？不聽，率眾登岸。吳氏擒縛數人，

賊潰去。12 年，海寇朱濆又以賊舟入蘇澳，奸民李祐、黃灶陰與通焉。

適有官兵從山路入，與居民協力抵禦。李祐逃入賊舟，黃灶被縛，濆以十

六舟遁去。噶瑪蘭從前出入人少，莫知虛實，今則入居者眾，人人傳說，

無不周知。惟有早行收撫，絕負嵎之妄想，則群賊盡失所望，而地方自能

綏靖矣。一以使海疆無化外之民。噶瑪蘭自許拔為夥長後，有吳沙者董理

各圍之事，眾目為頭家。沙死，子光裔不得眾心，於是北境董事者柯有成、

陳奠邦、何檜，賴岳、吳化與光裔共六家，其南境之溪洲及羅東社則潘賢

文獨據之。又有林永福、翁清和為義民之首。當朱逆來據蘇澳時，林永福

率民番穿山闢路迎接我水師於澳外，賊乃退走。夫以朱逆猖獗之勢，而潘

賢文、林永福能率眾拒之，可謂知大義矣。既能知義，即當早為收撫。況

證以普天率土之義，亦未便委棄之以為賊有也。一以使全台增土田之利。

噶瑪蘭田地南境闊於北境，而居人則北境倍多者，蓋由北山穿入程途獨近

也。北境之地，嘉慶 8年以賽神籍男女六萬口，尚有餘田，則知南境墾耕，

其利賴當更廣矣。惟地廣無人，野番出入，為上者必先布置村落、設營汛、

奠民居，而後及農畝，則有官吏、有兵防民，就墾如歸市，立致萬家，不

召自來，而番害亦不待驅而自息矣。一以使番社懷朝廷之德．雍正初年，

總督滿保言「台灣南北二路生番，自古未通聲教，近見內附熟番，輕徭薄

賦，亦莫不願附編氓。應令其照舊居處，並令文官加意撫卹。所報丁口，

附入版圖，勿事編查，順其不識不知之性，每年願納鹿皮折銀代賦，聽其

輸納，就台充餉。今噶瑪蘭番社北境二十三、南境十二，北境居民轉多於

南者，足以先番民並居，兩不相礙也。況朝廷以恩意招徠之，以良法綏定

之。番墾者歸番，民墾者給民，番民所未墾者，官為屯田，則番民和睦，

上下和同，台疆勝利賴無窮矣（底線為筆者所加）。（註 40） 

從梁上國上奏中之「絕盜賊覬覦之患」、「使海疆無化外之民」、「使全台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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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之利」、「使番社懷朝廷之德」四項，不難看出其對治安的維持與財政的增加兩

個因素的考量。嘉慶 13 年 3 月，福州將軍賽沖阿在返回福建之前上了一封〈為

查明台灣內山蛤仔爛番埔開墾情形，酌籌辦理，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摺，他

特別提到： 

奴才查蛤仔爛本係界外番地，今民人、熟番越界私墾，本應驅逐治罪，惟

是開墾有年，已成永業，一經驅逐，不惟沃土拋荒，而無業遊民盈千累萬，

實亦礙難辦理。因思該處民番久已相安，且經為官出力，自應歸入版圖，

以廣聲教。雖番地初闢，設官安兵，均多窒礙，而為之有漸，可期獉狉日

開。（註 41） 

前面我們曾經提到清朝國家在面對台灣問題時的基本考量是戰略考量、稅收

來源與控制成本，清朝的治台政策之一──凡私墾界外番地，應將其上之民人驅

逐，以避免其在界外滋擾事端，特別是與生番的衝突，可以說就是一個基於控制

成本的決策。賽沖阿面對被越墾的界外荒埔蛤仔爛，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不

要將這塊土地上的民人趕走。但是當時該地人口已達數萬人，開墾田園也有千餘

甲，若是一味地驅逐，不僅糟蹋了這千甲良田，流離失所的遊民也將成為另一個

社會問題；再加上當地鄉勇番丁有功於朝廷，因此賽沖阿最後是建議清廷將此地

歸入版圖，以沐教化。賽沖阿的考量其實正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清朝官員對於戰略

與治安的考量，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強度國家治權、不同地域社會環境，也有

不一樣的處理方式。他建議將蛤仔爛地區在行政上納入淡水廳管轄，邊防交由艋

舺營兼管。淡水廳同知與艋舺營游擊每年來此巡視一次。仁宗對此批示「該部議

奏」（註 42）。議奏的結論是「以事屬創始，自應籌畫詳盡，庶其妥協。飭令遴

派明幹大員察看情形，議覆到日，再行核辦」（註 43）。 

（三）正式設治 

嘉慶 14 年（1809）1 月，在強調當地在全台治安上的重要性上，仁宗首度

清楚地表達他對蛤仔難收入版圖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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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仔難北境居民，現已聚至 6萬餘人，且於盜賊窺伺之時，能知協力備禦，

幫同殺賊，實為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況其地又膏腴，

素為賊匪覬覦，若不官為經理，妥協防守，設竟為賊匪佔據，豈不成其巢

穴，更為台灣添肘腋之患乎？著該督撫等熟籌定議，應如何設官經理、安

立廳縣，或用文職，或駐武營，隨宜斟酌，期於經久盡善為要（底線為筆

者所加）。（註 44） 

不過由於當時蛤仔難發生漳泉械鬥，因此雖有仁宗皇帝的諭令，但收入版圖

之事仍未及施行（註 45）。嘉慶 15 年（1810）4 月，閩浙總督方維甸因漳泉械鬥

案而過台查辦，行經艋舺時因為有蛤仔難生番頭目、民人前來面見，建請收入版

圖，方維甸因此提出〈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一摺，他認為必須將噶瑪蘭儘速

收入版圖的考量在於治安問題，他的觀察是： 

臣查噶瑪蘭田土膏腴，米價較賤；流寓日久，又有洋盜朱濆幫內散去夥匪

及逃兇逸犯，潛匿其中。上年漳人亦曾與泉人械鬥，熟番互相黨護。泉人

為漳人所困，大半避出。以強凌弱，相習成風。凡係良善民、番，皆思設

官納賦。若竟置之化外，恐台灣日後或添肘腋之患。現經鎮道等稟議，僉

同俱以設官經理為宜。（註 46） 

畢竟就清廷所見，噶瑪蘭地區外有海盜如朱濆、蔡牽者流連，內有漳泉械鬥、

漢番失和，而將該地納入管理，設官以行王化，以免增加清廷治理台灣的變數與

成本，便成為台灣官員的首要課題。因此方維甸所提出的初步治理蘭地的想法也

在於加強水路守備、避免族群間的紛爭。前者如計畫在水路扼要之處，如頭圍，

設立分汛；後者則先清查戶口、田甲，將未墾荒埔分劃地界，某處令某籍民人開

墾，某處令某社番開墾，分化公平以杜爭執，並將已墾田地丈量陞科（註 47）。 

4 月初，方維甸委令楊廷理與巡檢胡桂入蘭勘察當地情形以再行回稟商議。

楊廷理以章程十八則作為開蘭之基本藍圖（註 48），派令各結首分別領取墾單丈

量土地，再將初步結果上報。福建巡撫張師誠批給福建省司道，惟司道對於設治

之事，仍以「事難懸擬」再交由台鎮道議覆（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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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嘉慶 16 年（1811），奉新任閩浙總督汪志伊之令，楊廷理第三度入蘭（註

50），陪同台灣道張志緒實地瞭解噶瑪蘭情形「確勘出入地勢，察訪民蕃輿情，

悉心講求，因地制宜，分別建置」。之後，楊廷理回到郡等候會議申覆；汪志伊

則於 9月上奏〈勘察開蘭事宜〉，10 月 17 日仁宗下諭：建福建台灣噶瑪蘭城樓

四座，北關一座、砲台一座，並立山川、社稷壇廟。設通判、縣丞各一員，聽淡

水同知就近控制；守備、千總各一員，把總、外委各二員，額外外委三員，戰兵

255 名、守兵 140 名，歸艋舺營遊擊兼轄。嘉慶 17 年（1812）8 月終於奉准設廳

（註 51）。 

四、影響噶瑪蘭廳設治的決定性因素 

（一）既有研究的觀點 

以往的宜蘭研究，對清代噶瑪蘭廳的設治有所關注者不乏其人，有的從史料

考據的方法，探究噶瑪蘭廳設置的正確時間（註 52）；有的則是從漢人開墾噶瑪

蘭地區的歷史脈絡下，強調噶瑪蘭廳的設置對前後期開墾形式的影響（註 53）。

而關於筆者最感興趣的朝野的開蘭態度與噶瑪蘭設治的決定性因素，大部份的研

究者都強調噶瑪蘭收歸王化的理由是因為「防患」，唯恐該地淪為賊藪，與台灣

收入版圖的原因相同（註 54）。也就是認為：清廷之所以將台灣收入版圖，是因

為唯恐台灣落入反清者的手中；相同的，噶瑪蘭之所以被收入版圖，也是因為唯

恐噶瑪蘭為盜賊所佔據而淪為賊巢，危害清廷對台灣的管理。在這些學者眼中，

不管是台灣，或是噶瑪蘭的開發，都是民人自主拓墾的成果，國家只是消極地跟

在人民開墾成功之後，接著設置官府以管理之（註 55）。更深入一點的分析則指

出：「治安（指有無威脅或破壞滿清統治秩序之虞）、國防、政府稅收，則為考量

此一問題（筆者註：此指噶瑪蘭地方是否設立廳縣這一問題）的主軸」（註 56）。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本地學者立基於史實的具體分析，正與 Shepherd 的理論架

構不約而同地呈現出戰略、財稅收入、控制成本的重要性。 



 13

（二）本文論點 

附表一是筆者嘗試整理出影響清朝國家各級官員基於自身職責與立場所帶

出來的，將噶瑪蘭收入版圖的決定性因素。從此表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官員們

一開始考量的是統治成本，徐嗣曾便曾以設官需要經費，並且蘭地向為生番所

據，若是輕率允諾民人入墾，恐怕會引起番漢衝突而增加國家治理上的負擔，所

以拒絕楊廷理的提議（註 57）。不過隨著海寇的入侵頻繁，引起官員們（特別是

東南地區的封疆大吏）甚至是仁宗本身也注意到該地在全台戰略與治安上的重要

性，而開墾的日益蓬勃，也使得可以支付賦稅的豐腴地力成為考量因素之一。 

一個明顯的對照是宣宗拒絕將埔里附近的水沙連六社番地收為版圖。道光

27 年（1847）閩浙總督劉韻珂在親自探查埔里當地並瞭解民番意願後曾上摺奏

報「援淡水噶瑪蘭改土為流之例，一體開墾，設官撫治」。後經宣宗轉交大學士、

軍機大臣會同各部商議，基於「國家開闢邊境，計畫必周，與其輕議更張而貽患

於後，不若遵例封禁而遏利於先。⋯⋯自應恪遵舊章，永昭法守。」最後做出「著

毋庸議」的結論（註 58）。我們固然可以以清廷「保守怠惰」一語帶過這個被否

決的結果（註 59），但是如果考量到當地位於台灣中心內陸，並無外患海盜侵入

之虞，而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卻又是起因於漢人集聚於界外深山，我們或許可以

理解對清廷而言，將水沙連收入版圖一事在對外戰略上並無急迫性，但是卻緊緊

牽動著控制成本的種種考量，而此暫不收入版圖的結論也就具有更多的清代邊域

統治的理論意義了。 

再回到噶瑪蘭地區。當越來越多的官員反應噶瑪蘭基於整體海防的理由必須

收入版圖，而使得設治勢在必行的之後，「錢從哪裡來」便成為主事者最先面臨

的問題。國家在財政方面的考量，正好與從嘉慶初年開始便力爭設官的地方投資

者，如吳沙、何繪等人的利益正面衝突。在爭取噶瑪蘭收入版圖的過程中，這些

開發投資者的努力介入令人印象深刻，有趣的是，仔細分析他們當初之所以想要

引進國家力量，其實正是想要藉著取得墾照、業戶的身份，在公權力的保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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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其對土地的所有權與收租權。而國家在噶瑪蘭廳設治之初，經費沒有下落，

當然要從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土地下手，以徵稅作為建設地方的財源。鑑於台

灣西部大租戶來自大租的大量收入，深諳台灣事務的楊廷理決定在噶瑪蘭地區實

施「力裁業戶」的政策（註 60）。國家進入噶瑪蘭之後的政策發展，對於當初力

請設官經理的業戶而言，可說是事與願違了。就此，清代邊域統治的理論建構便

與國家權力以及既有地域社會的社經環境、階級關係串連起來了。當然，這又是

另一個研究主題了。 

五、結語 

在明鄭投降後，清廷政府曾一度擺盪在是否要放棄台灣這個問題上。經過利

害權衡，還是選擇保留台灣的決定。但是任何一個新邊域的收入對於清廷國家而

言，在統治上都是充滿負擔的，清廷因此採取的是一種消極的統治態度，表現在

其治台政策的決定過程中，首先便是去考慮台灣的安定與防患。 

瞭解清廷國家治理台灣的限制與態度，有助於更細緻地去剖析隱藏在消極治

台的化約論背後，種種關於戰略的考量、治安的維持、財稅的增加所牽涉到的更

廣泛問題。以清代噶瑪蘭廳的設治為例，從多位在野人士及執行官員的考量中可

以發現，早期高層官員擔心設治經費欠缺與開發導致番漢衝突而反對楊廷理等官

員的收入版圖意見。但在歷經影響清廷東南海防國防甚鉅的蔡牽、朱濆之亂後，

這些高層官員，甚至仁宗皇上自己都不得不對噶瑪蘭當地以及可能延伸影響到的

台灣地區的治安憂心忡忡，加上當地已墾田園所潛在的豐富稅收，終於促成了噶

瑪蘭廳的設治。 

影響台灣的納籍以及諸廳縣的設置之具體時空可能不盡相同，但是經由個案

的研究與相互比對，我們發現清廷國家的決策與施行間仍然有相似的原則與規則

性可尋，那就是 Shepherd 所提供給我們的，關於戰略、財稅收入、控制成本考

量的抽象層次概念。在噶瑪蘭收入版圖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原本因統治成本的考

量而有所遲疑的清廷，在面對海盜肆虐台灣沿海，嚴重影響台灣治安之際，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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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保有它對台灣的支配，勢必要將戰略的考量列為第一。然而在收入版圖之

後，龐大的行政、人事支出也變成主事官員沈重卻又無法逃避的負擔。當財政收

入成為官員第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時，楊廷理提請將噶瑪蘭收入版圖、五次入蘭

處理相關事宜，並也終於成為該案的主事者，日後我們將看到他在噶瑪蘭獨有的

社會經濟情境下，如何利用土地租佃制度的改革──力裁業戶，打破清代台灣土

地秩序的慣習，為噶瑪蘭廳籌措設治基金，使其成為當時台灣少有的餘裕自足之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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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噶瑪蘭收入版圖之過程與考量 

 乾隆 54 年 嘉慶 2年 嘉慶 4年 嘉慶 5年 嘉慶 6年 

皇帝      

中央      

閩浙總督      

福建巡撫 （3）徐嗣曾以

經費無出，且界

外易引起漢番

衝突而不允許

辦理 

    

福建布政使

福建按察使 

  （2）劉拭*批府

移廳查辦 

（2）李長森依

據遇昌移文，採

李明心見解而

批准銷案。 

 

分巡台灣道    （1）遇昌主張

銷案。 

（2）遇昌轉淡

水廳詳議。 

台灣知府 （2）楊廷理認

同徐夢麟建議。 

 （4）吳逢聖據

李明心報告而

不准。 

  

淡防同知 （1）徐夢麟反

應吳沙可信，蛤

仔難生番易於

招撫，地方廣

袤、土性膏腴，

可收入版圖。 

（2）何茹連所

給之單，雖有編

號，但未註明四

至。 

（3）李明心稱

該地處界外番

地，恐難稽查，

易起釁端。 

 （3）嘉慶 7年，

吉壽仍照李明

心所議，不准

行。 

當地民人  （1）吳沙怕私

墾獲罪，赴淡防

同知何茹蓮呈

請給札招墾。 

（1）吳化等人

以「蘇長發」之

名赴福建布政

使呈請給墾。 

 （1）吳光裔等

人再赴台灣道

呈明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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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收入版圖之過程與考量（續） 

 嘉慶 11 年 嘉慶 12 年 嘉慶 13 年 嘉慶 15 年 嘉慶 16 年

皇帝 （1）因蔡牽事

件，仁宗主動詢

問該地，並要欽

差賽沖阿相機

辦理。 

 （2）仁宗下諭

「該部議奏」。

（1）嘉慶 14

年，仁宗首度明

確表示該地應

收入版圖。 

（3）仁宗下諭

設噶瑪蘭廳。 

中央  （3）少詹事梁

上國上奏，引起

仁宗重視。 

（3）將派明幹

大員察看，再行

核辦。 

  

閩浙總督    （2）方維甸來

台勘查，奏請將

噶瑪蘭收入版

圖。 

（2）汪志伊上

奏〈勘察開蘭事

宜〉 

福建巡撫 （3）阿林保、

賽沖阿未有決

議。 

（2）賽沖阿未

准 

（1）賽沖阿上

摺應收入版圖。

（5）張師誠交

由福建司道處

理。 

 

福建布政使

福建按察使 

   （6）以事難懸

擬再交回台鎮

道覆議。 

 

分巡台灣道  （2）清華未准    

台灣知府 （2）楊廷理向

仁宗建議開蘭

以免貽養邊患。 

（1）因朱濆事

件入蘭，稟請福

州將軍、台灣道

在此設官經理。

 （4）楊廷理等

人前往噶瑪蘭

勘查。 

（1）奉閩浙總

督令，陪同台灣

道張志緒前往

噶瑪蘭勘查。 

淡防同知      

當地民人 （嘉慶7年以來

仍有吳氏族人

赴福建布政使

與台灣道呈請

報陞土地。） 

  （3）噶瑪蘭生

番頭目、民人赴

艋舺，向方維甸

建請收入版圖 

 

註：（1）、（2）、（3）表示同一年裡事件發生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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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6. 

註 2：「台灣削平之後，持議者莫不曰，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去之可也」。

施琅，《靖海紀事》：62，台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1958。「議者謂：『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

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不過郁永河自

己親自實察的心得卻是：「台土宜稼，收穫被蓰，治田千畝，給數萬人，

日食有餘」。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台北：台灣銀

行經濟研究室，頁 31。 

註 3：《清聖祖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 165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3，頁 129。 

註 4：施琅，《靖海紀事》，頁 59－62。 

註 5：在全台設一台灣府，府下劃為台灣、鳳山、諸羅三縣，係將明鄭時期的天

興州改為諸羅縣、萬年州分為台灣縣與鳳山縣。台灣縣轄四坊十五里，其

縣境由縣治東至咬狗溪大腳山，西至澎湖轄三十六嶼，南至鳳山縣安平

鎮，北至新港溪（今之鹽水溪）與諸羅縣交界。鳳山縣轄七里二庄十二社

一鎮，其縣境範圍由縣治東至淡水溪，西至打狗仔港，南至沙馬磯，北至

台灣縣文賢里二層行溪。諸羅縣轄四里三十四社，其縣境範圍由縣治東至

大居佛（今之嘉義縣番路鄉），西至大海，南至新港溪與台灣縣交界，北

至雞籠城（今之基隆和平島）。高拱乾，《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696，頁 7。 

註 6：張勝彥，《清代台灣廳縣制度之研究》，台北：華世，1993，頁 38。 

註 7：《諸羅縣志》中就提到：「以去縣日遠，聚眾行兇，拒捕奪犯，巧借色目以

墾番之地，廬番之居，妻番之婦，收番之子。番畏其眾，亟為隱忍；相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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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已，勢必搆禍」。周鍾瑄，《諸羅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台北：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110。 

註 8：康熙 49 年（1710），海盜陳明隆所部鄭盡心潛伏江、浙交界處，以及台灣

淡水一帶海域活動。張勝彥，《清代台灣廳縣制度之研究》，頁 11。 

註 9：例如在康熙 54 年（1715）擔任北路參將的阮蔡文。張勝彥，《清代台灣廳

縣制度之研究》，頁 11。 

註 10：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51。 

註 11：藍鼎元，《平台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 14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58，頁 3。 

註 12：藍鼎元，《平台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 14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58，頁 40。 

註 13：《清世宗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 167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63，頁 3－4。 

註 14：同上註，頁 18。 

註 15：同上註，頁 36。 

註 16：以下的論點係節錄自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8. 

註 17：除了財政面向的考量外，Shepherd 也強調晚期帝國的軍事結構與地方政

府的軍事角色，不過這並非筆者所要討論的重點，所以在此並不介紹。 

註 18：林文龍，〈淡蘭資料雜錄〉，《台灣風物》28（4）：33－38，1978。 

註 19：同上註，頁 36。 

註 20：在乾隆 52 年（1787）6 月、8月的奏摺裡，清廷官方仍稱吳沙等為三貂

地區的「賊目」，但是到了該年年底，吳沙等人就因協助官兵示諭該處生

番擒獻逆匪，並帶領官兵入山堵截有功而成為「義民」。這是一個非常有

趣的，基於與國家利益的衝突或結盟而產生的「角色」轉變例子。相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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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請參考《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卷 65－66，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

更多的討論請見黃于玲，《清代噶瑪蘭土地租佃制度的形成與演變──以

國家與階級關係為中心的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8，頁 35。 

註 21：楊廷理，〈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

屋詩鈔》，台灣歷史文獻叢刊（詩文集類），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頁 369。 

註 22：開墾的所有費用並非皆由柯有成、何繪、趙隆盛承擔，他們負責供應所

需食糧，至於工費、防費則由吳沙支應。台北州警務部，《台北州理蕃誌》，

台北：台北州警務部，1924，頁 14。 

註 23：當時流民以居於八芝蘭、擺接、金包里等堡者最多。台北州警務部，《台

北州理蕃誌》，頁 14。 

註 24：姚瑩，《東槎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 7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7，頁 70。 

註 25：何茹蓮，乾隆 59 年（1794）由台灣知縣陞任，嘉慶 2年（1797）陞任潮

州知府。 

註 26：李明心，嘉慶 2年（1797）任淡水同知至嘉慶 6年（1801）。 

註 27：楊廷理，〈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

屋詩鈔》，頁 369－370。 

註 28：遇昌，嘉慶 3年（1798）12 月 26 日以台灣知府代理台灣道，嘉慶 4年（1799）

3 月 1 日實授，嘉慶 6年（1801）3 月 9 日卸。 

註 29：楊廷理，〈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

屋詩鈔》，頁 370。 

註 30：關於蔡牽、朱濆之亂詳細始末，請參見《台灣通史》的〈海寇列傳卷〉。

連橫，《台灣通史》，頁 841－847，台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台北：台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本文僅述及與蛤仔難地區相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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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1：鄭兼才，《六亭文選》，台灣文獻叢刊第 143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1962，頁 52－53。 

註 32：《清宮諭旨檔台灣史料》，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2133。 

註 33：《清宮諭旨檔台灣史料》，頁 2374。 

註 34：楊廷理，〈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

屋詩鈔》，頁 371。 

註 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篇》第 6本，台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頁 548。 

註 36：楊廷理，〈勞生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屋詩鈔》，頁 305。 

註 37：連橫，《台灣通史》，頁 851。 

註 38：《福建通志台灣府》，台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頁 49。 

註 39：此處所指的行政區域變革為雍正元年收諸羅縣之北地增置彰化一縣、淡

水一廳；雍正 9年又增置彰化縣屬巡檢二員、淡水廳巡檢二員。張勝彥，

《清代台灣廳縣制度之研究》，頁 10－18。 

註 40：《福建通志台灣府》，台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頁 740－741。 

註 4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篇》第 6本，台北：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頁 548。 

註 42：《宮中檔嘉慶朝奏摺》18 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156－159。 

註 43：《宮中檔嘉慶朝奏摺》22 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頁 495。 

註 44：《清仁宗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 187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63，頁 132－133。 

註 45：楊廷理，〈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

屋詩鈔》，頁 372。 

註 46：陳淑均，〈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噶瑪蘭廳志》，台灣文獻叢刊第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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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333。 

註 47：同上註。 

註 48：方維甸發交給楊廷理的章程十八則原本以無法得見，不過之後閩浙總督

汪志伊、福建巡撫張師誠的〈雙銜會奏〉中所列各條款，多少保留了章程

的精神。〈雙銜會奏稿〉的 20 款內容分別為：1.劃分地界，以專責成；2.

設立文職，以資治理；3.安設營汛，以資巡防；4.裁築為城，以資捍衛；

5.建造文武衙署、兵防及倉廒、庫房、監獄，以資辦公；6.建造壇廟，以

妥神靈；7.田園按則陞科，徵收正供；8.折徵餘租，以順輿情，以副支給

經費；9.未墾荒埔，應分別原管新分，勒限開透，勘丈徵租，以裕國賦；

10.加留餘埔，以資歸化生番生計；11.編設書役澳甲，以資辦公；12.編

設文武員弁廉俸及兵丁月餉、各役工食，以便支給；13.請頒給文武員弁

印信鈐記，以詔信守；14.分別添撤隘寮及劃定內山地界，堆築土牛，以

杜釁端；15.預籌進山備道，以便策應緩急：16.行銷官鹽，以裕引課；17.

編查保甲，設立族正，以資稽查約束；18.設立通事土目，約束番黎；19.

安設鋪司，遞送文報，以速郵傳；20.請撥備公銀兩，已備地方緩急。柯

培元，《噶瑪蘭志略》，台灣文獻叢刊第 92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61，頁 131－150。 

註 49：楊廷理，〈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

屋詩鈔》，頁 374。 

註 50：楊廷理為籌辦開蘭事宜曾五度入蘭，詳細討論請見陳進傳，〈大清來治──

楊廷理五度入蘭略考〉，《「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

宜蘭縣文化局，2000，頁 195－225。 

註 51：楊廷理，〈議開台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劉漢忠輯，《知還書

屋詩鈔》：374。關於噶瑪蘭廳的設治年代，各文獻說法不同，筆者同意陳

進傳的說法：「噶瑪蘭收入版圖是嘉慶 15 年奏請，16 年批准，17 年 8 月

正式設治」。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廳的建置〉，宜蘭：未刊稿，1997。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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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筆者必須強調，在方維甸奏請將噶瑪蘭收入版圖時，國家的力量便經由

楊廷理等籌辦官員的力裁業戶等政策，施行於該地。這個時點對筆者之後

的討論最具有意義。 

註 52：詹德隆詳細比對《台灣通史》、《台灣通史辨誤》、《福建通志台灣省》、《噶

瑪蘭廳志》，從中判斷噶瑪蘭設置的正確年月。詹德隆，〈噶瑪蘭建置考──

對《台灣通史辨誤》的回應〉，《台灣文獻》47（1）：47－72。陳進傳也藉

更為詳盡地對噶瑪蘭廳設置過程的研究，討論「噶瑪蘭廳設置的年代」以

及「誰是噶瑪蘭廳的首任通判」這兩個問題。陳進傳，〈清代噶瑪蘭的拓

墾社會──從血緣、地緣、本土化觀點探討之〉，《台北文獻》直字第 92

期：1－50。 

註 53：何懿玲在其碩士論文中，以噶瑪蘭收入版圖（嘉慶 15 年）為一區隔點，

強調前階段的開墾主力是地方鄉勇，後階段則是官民共墾模式。何懿玲，

《日據前漢人在蘭陽地區的開發》，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1980，頁 65。 

註 54：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廳的建置〉：5－6，宜蘭：未刊稿，1997。廖風德，

《清代之噶瑪蘭》，台北：正中，1990，頁 79－80。潘英，《台灣拓殖史

及其族姓分布研究》，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頁 100。 

註 55：潘英，《台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頁 100。 

註 56：張勝彥，《清代台灣廳縣制度之研究》，頁 25。 

註 57：歷史的事實是，在官未至而民已到的開墾初期，並未發生激烈的番漢衝

突，而當地武裝拓墾組織也有能力處理族群的衝突。 

註 58：《清宮諭旨檔台灣史料》，頁 4275。 

註 59：郭果六，〈開蘭記──漫談嘉慶皇帝的治台政績〉，《故宮文物月刊》239：

70，2003。郭果六在後文也可提出道光之所以不將水沙連收入版圖，應該

與該地位處台灣中心內陸，無外力侵擾有關，不過他是以「為道光找一個

藉口」的態度來思考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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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0：楊廷理在台任事的經驗十分豐富，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他的開蘭規畫與

政策。關於楊廷理在台灣的治績，請參看何培夫，《楊廷理台灣治績考》，

台北：文化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